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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在经历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脱马”后独立建国的历史

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族共生共存的多元文化态势。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热带雨》从文化冲突的视角出发，透过在新

加坡中学任教的华文教师阿玲所遭遇的婚姻、事业、文化危机的生活窗口，折射出新加坡华人在夹缝中求生的文化与精神困

局，揭示了新加坡华语文化的裂变和文化身份认同困境、家庭伦理视像中的文化冲突表达、新加坡华人的文化焦虑与寻根姿

态，展示了新加坡华人遭遇的尴尬文化境况的社会真实一角，凸显新加坡电影的华人群体独特的文化认同和寻根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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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导演陈哲艺，集导演、编剧、制片人等多种角色为一身，他的电影创作主要涉及剧情短片与

剧情长片。无论是短片还是长片，陈哲艺都青睐于从“家庭”这个窗口出发去洞察生活和社会，在视像建构

的背后包裹着对华人群体的社会和人文关怀的浓厚色彩。在影像表达方式上，影像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

格，并不以夺人眼球的戏剧性推近情节的发展，而以平实细腻的镜头语言、本土化的影像表达、克制的人物

表演、细腻铺陈的情感渲染，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写成了一首抒情的散文诗。电影《热带雨》一脉相承

了他对“家庭伦理”视角的热衷和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通过呈现一个华人女教师阿玲所遭遇的婚姻危机、

事业困境、文化焦虑等尴尬境遇，折射出新加坡华人群体的文化夹缝现状和社会百态，具有相当的文化研究

价值。 

 

1.西方交融地带华语文化的裂变与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1.1 多元的移民国家 

新加坡具有多元移民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经历英国的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脱马”后

独立建国的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使得殖民社会、移民社会和多民族社会三种社会属性盘根错节地相互交织

在新加坡国族建构的进程之中，共同建构了新加坡多种族并存的社会人口结构。在新加坡移民的大背景下，

大量的族群人口迁徙和多民族交织混杂的社会生态，共同构成了新加坡移民种族的同生共存态势与多元文

化冲突格局，同时也孕育出了新加坡特殊的移民文化。移民文化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文化输出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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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的，而是一个交融混杂与矛盾冲突并行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顺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浪潮，新加坡逐渐向西方意识形态靠拢，形成了以

西方主流文化为中心领地的文化格局。与此同时，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文明强势的话语权对以华人为主体

的东方文化价值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颠覆。确立英语主导性语言的霸权以迎合商业潮流、教育政策发

生转向导致华文日渐式微、东西方文化地位逐渐失衡，中华文化得不到主流价值的认可而产生文化焦虑。东

西方文明在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碰撞之中，逐渐构建了其“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格局，而中华文化

则作为“他者”，被吹散到了文化战场中的一片离散角落，似乎形成了新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微妙的

文化关系。 

1.2 日渐边缘化的华文教育 

新加坡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华人在各民族人口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在新加坡建国初期，面对复

杂多元的国内民族生态，为了巩固民族团结、培育国家共同意识，国族性建设便成为新加坡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改革的洪流首先涌向了新加坡国家建设的根本——教育。华文教育是关系着华人族群文化传承的根

脉，在民族文化复杂性、政治敏感性和经济价值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华文教育在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的教育政策导向中，逐渐走向割裂与式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不仅在社会环境中的经济价值与实用价值日益凸显，

并且还以极强的渗透力侵入了华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家庭生活领域。社会招聘中上层职位如律师、医生、银行

工作人员等等，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拥有良好的英语能力；而受华语教育的就业领域则游走于中下层低薪、

社会认同度不高的职业。华语教育的颓弱式微。这其中包括着“教”与“学”的双重困境。在英语以强势的

姿态侵入人们的生活后，新加坡人逐渐接受并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观，而华语地位的式微又使得新一代华人

后裔对华语文化传承始终保持着冷漠与疏离的姿态。 

1.3 标榜西方与“他者”身份的背反性焦虑 

如果说西方文化价值观是荒漠里的一棵参天巨树，那么新加坡则是择树而栖的饥荒鸟群，通过接受树中

的生态运作规则，来达到鸟群自身的生态平衡。在政治、经济、国际形势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决定了新加坡

必须依附于占有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新加坡对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极其仰慕与维护，将其视为“文

化的模范与标杆”争相献殷勤、忙追赶，通过牢牢地依附于文化优势者之侧，以此获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

文化地位与认同，并始终乐于扮演着“最靠近文化中心高地的边缘者”的依附者角色。 

双语混杂的语言形态将新加坡人的身份特征具象化、标签化，使得世界能够轻易辨认出新加坡这个族群

名片，在世界对自身文化身份达成广泛认同的镜像中，新加坡外部的族群标识和内部的民族性文化身份认

同得以建立。新加坡下意识地向西方投奔的“主体化”与依傍西方实现国族建设的“自我边缘化”，两种无

意识的文化自觉实际上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背反”倾向，一方面，这种背反性映射了新加坡人的文化

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给新加坡族群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文化心理定位埋下了隐患与危

机。“主体化”与“自我边缘化”并存的局面带来了一个问题：新加坡华人是否真的能在两种矛盾性的文化

自觉下建立起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关于这一点，导演陈哲艺在《热带雨》的创作中，始终以怀疑的目光审



 

视着新加坡这个复杂的社会。 

1.4 陈哲艺导演与《热带雨》的电影创作 

新加坡华人导演陈哲艺，集导演、编剧、制片人等多种角色为一身，他的电影创作主要涉及剧情短片与

剧情长片。陈哲艺先是执导了《阿嬷》、《雾》、《距离》、《回家过年》等多部剧情短片，后于 2013年拍摄了

他一部家庭题材的剧情长片《爸妈不在家》，一举获得第 50届台湾地区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新人

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各类奖项，自此开启了他的长片创作的旅程。无论是短片还是长片，陈哲艺都青睐于

从“家庭”这个窗口出发去洞察生活和社会，在视像建构的背后包裹着对华人群体的社会和人文关怀的浓厚

色彩。在影像表达方式上，影像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并不以夺人眼球的戏剧性推近情节的发展，而以

平实细腻的镜头语言、本土化的影像表达、克制的人物表演、细腻铺陈的情感渲染，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

系写成了一首抒情的散文诗。 

在 2019年的新作《热带雨》中，更是一脉相承了他对“家庭伦理”视角的热衷和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 

通过呈现一个华人女教师阿玲所遭遇的婚姻危机、事业困境、文化焦虑等尴尬境遇，进一步探究外部和内部

的双重文化冲突在家庭伦理视像中的表现形式，以此折射出新加坡华人群体的文化夹缝现状和社会百态，

具有相当的文化研究价值。 

 

2.家庭伦理视像中的文化冲突表达 

2.1 错位的婚姻 

从家庭这个微观视角去窥视阿玲的生活，丈夫的角色始终是缺席的。在电影的开头，便直接向观众揭示

了这个家庭的匮乏：阿玲下班后回家独自照顾瘫痪的公公，丈夫迟迟未归，两人在冷暖对比强烈的环境中孤

独地吃着晚饭，预示着两人婚姻生活的纽带是由媳妇与公公联结而成的。在陈哲艺导演的影像表达中，他似

乎默认了这样一种事实：华人社会中男性的一家之主的地位，但在面对真正的家庭或社会难题时，直面困境

的却是女性，男性则以一种懦弱、逃避的姿态萎缩在一角。[1]在整个家庭空间中，丈夫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

仿佛是一个“躲藏”于家庭和婚姻之外的第三人。丈夫的无视与冷漠的姿态，带给这个女人的不仅是婚姻生

活的失败，更带来了女性情感的巨大匮乏。 

在社会传统目光和中国式道德伦理的威视下，阿玲不断地寻求人工受孕的方式，为了怀上孩子一次次地

将针管扎进自己的肚皮。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儒家思想重视“家国”与“伦理”，而“传宗接代”“亲缘血脉”

正是为了家国的强盛、伦理的延续。如果说女性价值功能的实现建立在“后代延续”的功能指涉之上，那么

“孩子”“生命”的获得便象征了阿玲心中“理想文化形态”的实现。阿玲作为一个华人女性，在中国传统

家庭观念体系下生长，受到儒家道义孝文化传统的影响至深，是伦理纲常的恪守者和忠实践行者。她重视家

庭与婚姻，即使丈夫逃避照顾公公的职责，她也任劳任怨地关爱着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面对丈

夫的无视和出轨，她呈现出更多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女性的隐忍、克制和谦卑，以延续家庭的完整与婚姻的和

睦。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在电影《热带雨》中，公公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在阿玲因丈夫出轨而



 

失声落泪时，指着墙上的“笑”字向阿玲传达充满中国古老智慧的禅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公更像是代

表着中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母体，与阿玲一样渴求着文化的归位。但他却因为中风失去了行

动能力，这位垂垂老矣的老者被剥夺了最后的尊严，只能瘫痪在家接受他人的照顾和帮助，因此公公的离世

也暗示着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面临的衰败困局与弱势地位。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在“生”与“死”的错认

之间，阿玲心中渴望的理想文化形态终于在中华传统文化面临衰败现实的冲突前重重跌落。 

2.2 无望的男性救赎 

《热带雨》在女性主体的视角下，为观众直白呈现了一个背井离乡的中年女性深陷婚姻、家庭与事业的

巨大危机。多年未孕的生育危机使阿玲在社会目光中成为了被家族排斥的异类，长期受到道德伦理的驯化

而无法获得女性的自我价值，丈夫的出轨与逃避更是让她困于绝望与无助；在中华文化飘零衰败的新加坡

文化环境与打压华文教育的体制之下，阿玲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焦虑与压抑潮湿的心理状态之中，面临着

身份认同焦虑与情感的巨大缺失。 

阿玲因丈夫的漠视，女性情感和欲望一直处在压抑、匮乏的状态之下。而与伟伦之间超越正常教学范畴

的亲密关系，让长期处于情感压抑之中的阿玲获得了欲望的宣泄与释放，他给予阿玲激情而热烈的爱，弥补

了她的情感缺口，也弥补了阿玲作为“母亲”的角色性缺失；同时，他作为新一代人有学习华语的能力，拥

有着对中华武术的热爱，在巨大的文化龟裂前充当了“润滑剂”，缓解了阿玲长期以来在新加坡社会中的文

化焦虑，同时也给阿玲带来了华语文化传承与融合的一丝契机与希望。他们之间因欲望的释放而相遇的情

感关系从始至终都蒙着“违乱伦理纲常”的遮羞布，这份激情的爱意始终要小心翼翼地藏在写着“礼义廉耻”

的无人可知的阴影之下，而欲望一旦外露则将受到社会的谴责与道德的审判。处于资本主义逐利大环境下

的伟伦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学习中文只是为了接近喜欢的老师阿玲，以及学好中文将来

能去中国做生意，这与阿玲教授中文的初衷背道而驰，也暗示了两个人渐行渐远的结局。无法撼动在英语主

流趋势下中华文化正处于文化裂缝中的尴尬事实，中华文化依然处在岌岌可危的飘零之中。 

2.3 失落的精神原乡 

阿玲的政治身份与婚姻家庭身份处无疑在尴尬的十字路段。她拥有着“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身份，而

马来西亚首相在新闻中陷入了洗钱疑案并爆发政治对立，是一个“混沌”的国家；由于历史变迁，从新加坡

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极高的政治敏感性，种族争端与政治对立成为了两国之间的

一条无法和解与抚平的伤疤。同时，从微观家庭角度出发，作为出嫁过来的“新加坡儿媳”，阿玲始终坚守

着“仁义礼智信”的伦理纲常，而她的丈夫则是生长在资本主义浪潮下的新加坡人，是西化、逐利、情感淡

漠的执行者，两人迥异的教育背景与文化身份在婚姻关系中难以达成和解与平衡，这也成为了阿玲婚姻失

败的诱因之一。 

阿玲身上背负的“华语传承者”的文化身份更使得她陷入了文化困境的漩涡之中。导演陈哲艺在面对庞

大的“华语失势”的社会现象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与认知，并通过聚集于一个女性生命——马来西亚华人阿

玲的生活，将华语的式微投射在阿玲以及她身边形形色色的各类异质人群身上。阿玲面临着华文教育“外

部”与“内部”的双重倾轧。阿玲在新加坡的一所中学任教，她是一名教授中文课的华语教师，然而随着新



 

加坡华语教育政策的急转直下，华文作为并重的母语教学沦为从属于英文主流教育的第二语文华语教学，

华语教育空间遭到了极大的倾轧。这也投射在了阿玲的实际工作中，华语教师身份不受社会认可，她的华语

课程亦不受学校的重视；在进行教师开会时阿玲永远是坐在边缘，校长极力强调英语和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却莫大地忽视华语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成效；在阿玲因公公去世请假无法来上课时，替补她的是一名教授主

科的数学老师，华语作为无关紧要的课程可以被随意霸占。从内部来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词不达

意也成为了华语文化传承的鸿沟。学生在课堂上松散无纪、考试成绩经常不及格。而阿玲为学生们提高考试

成绩的文化补习，实则体现了她对缺失的中华文化和情感的补偿，却以学生们满不在乎的逃离而惨淡收场，

“中文而已，干什么那么认真？”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仿佛位于一条传承的断裂带，华语文化生存与传承的

无望带给阿玲的是巨大的文化焦虑。很有意思的是，杨雁雁——在《热带雨》中饰演女主角阿玲，也同样在

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在小学到中学阶段，她也就读于华语学校并接受中文授课方式，她的文化身份可谓与

女主角阿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除了政治、家庭、文化身份的诸多困境之外，阿玲还面临着语言的困境。

她整日在不同的语言之中来回游走：在学校、家庭、社会空间中，阿玲坚持同外界讲华语，而外界的学生、

同事、丈夫始终以英语和华语的混杂语言形态、以掺杂着英文单词的“新加坡式英语”予以回应。当马来西

亚的母亲打来电话时，阿玲用亲切的闽南语同她通话，在和瘫痪在家的公公相处时，她又在华语中加入了闽

南语。语言的多样性与复杂形态，近乎倾轧式的生存空间，将阿玲置身于新加坡复杂的文化混杂格局之中，

也将她置身于艰难生存的文化夹缝之中。 

陈哲艺的电影几乎都有对“原乡”的文化情结，影视作品中对乡土情结的表达主要集中在“国民性批

判”“田园牧歌”“精神还乡”三种模式上。[2]而陈哲艺的文化表达主要体现在“精神还乡”上。从新加坡的

文化夹缝中回到故乡的阿玲，获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慰藉，在“原乡”这一理想的文化形态中，阿玲的

华人身份可以被社会所接纳，在获得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的同时，华人文化也得以在精神原乡之中相融，

获得共生共长的契机与希望。文化焦虑的“裂痕”仿佛在回到原乡的精神归宿中得到喘息和温柔的抚慰，这

是导演陈哲艺对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危机提供的想象的解决之策。 

 

3.华人的文化焦虑与“寻根”姿态 

3.1“文化混杂”的微型空间 

研究后殖民主义电影的学者主要重点聚焦于电影中的文化霸权、种族主义的他者性批判、后殖民权力话

语等领域。其中，霍米·巴巴的“文化杂交性理论”[3]在后殖民主义的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杂交”

一词在 19世纪初是生物学上的贬义词，意为“杂交种”。在此之后，俄罗斯理论家米哈伊尔·巴金（Mikhail 

Bakhtin）把这一概念引入语言学范畴，霍米·巴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杂交性理论”引入文化研究领

域。在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和政治文化霸权的理论语境中，霍米·巴巴的“文化杂交”理论提出，“杂交性

是一个殖民主义表征的问题，这种表征颠覆殖民主义否定的效果，使那些他者的‘被否定’的知识进入了统

治话语并且质疑它的权威性基础”，杂交性概念描述了殖民主义权威的单一声调如何被刻写入或暴露出了他

者的踪迹，因而被揭露出它实际上是双声的，殖民主义权威话语及其声音的单一性是殖民权力运作的基础，

所以这种他者声音的渗入或暴露就对殖民主义统治形成了一种威胁和挑战。[4]也就是说，被否定的、非主流



 

的弱势文化的力量进入了殖民权利话语体系，以他者的边缘性不断削弱着主流的权威性与优越性，颠覆了

殖民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规则，从而对殖民文化造成威胁——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殖民者与被殖

民者的冲突与碰撞。 

在陈哲艺导演的电影中，这种文化的激荡与碰撞“以小窥大”地以具有相异的文化身份、多元的族群特

征的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结合表现出来，这些具有复杂、繁乱的文化背景的人实则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场

和话语权力，而他们却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以家庭成员的身份生活在一起，其中必然会存在着文化的

杂糅与冲撞，隐秘地发生着文化话语权的冲突。 

在《爸妈不在家》中，陈哲艺将复杂的族裔、阶级关系问题浓缩于一个家庭之中，并展现了菲佣泰莉所

面临的多重危机。[5]菲佣泰莉是菲律宾人，是来自东南亚地带欠发达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为了获取劳动报酬

支付孩子的养育费用而来到新加坡打工赚钱，成为了家乐家的一名廉价保姆。家乐的父母忙于工作，她虽然

照顾着家乐生活的起居，成为了一个父母长期缺失的家庭的联结性与替代性角色，但却是一个“异族者”与

“底层人”，实际并不受到这一家人的尊重和待见。泰莉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家乐妈妈对“母亲”角色

的争夺，鲜明地反映了主流文化受到他者文化的侵犯和削弱时而爆发的激烈的文化冲突。 

在电影《热带雨》中，这种将文化冲突置于家庭空间的坍缩的模式也依然延续着。阿玲来自于马来西亚，

是一个远嫁新加坡的外籍人，在新加坡社会中也同样是一个“异族的边缘人”，社会地位始终得不到主流社

会的认可和接纳；而在男性作主导与权威的婚姻家庭中，她和丈夫有着完全相异的文化背景，两人爆发家庭

矛盾与婚姻矛盾，始终无法互相理解与包容，间接指涉了阿玲婚姻生活注定失败的结局。 

3.2“文化离散”的飘零困局 

当今的流散研究多发生于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地国家，或前殖民地宗主国的移民社会中，流散族群成为少

数派、弱势群体，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6]“离散”成为了 20 世纪以来海外华

人的显著特征。在二战后，曾经称霸世界的殖民体系坍塌，亚非欧各国的人民纷纷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海

外华人群体的国家认同体制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如果说他们原来的国家身份是为“祖国”而效忠，那么现在

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就由母族“中国”转变成了居住国，他们与祖国的联系逐渐割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老

一辈的“华侨”的消逝使华人与华人之间的纽带逐渐减弱，倚重英语的教育政策带来了华文教育的式微，民

族文化的传承面临岌岌可危的生态。 

萨尔福安总结了“现代流散”群体的 6 个基本特征：（1）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从“中心”（移出国）迁

移至两个或者多个地区；（2）仍对故乡有着共同的记忆和想象；（3）认为他们难以被居住国完全接纳，疏离

感常伴左右；（4）认为条件满足时，应该返回祖国；（5）自身有义务参与家园故土的维护与发展；通过各种

方式与故国保持联系，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族裔意识。[7]新加坡华人同样具有深刻的“流散”特征。他们从中

国大陆移民迁徙到新加坡，获得了新的国籍身份与社会地位，并逐渐致力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他们拥有

着对祖国的情感与共同记忆，但远离故土使得华人们同祖乡与母族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割裂和疏离；华人们

被排除于日渐西化的主流社会之外，难以被新加坡社会所完整接纳；随着经济与教育政策导向的实施，进一

步割裂了新加坡华人与中华母族文化的血脉，使得华人对祖国的归属感、认同感变得日渐微弱。新加坡国立

大学社会系博士张汉音，他在一次主题为“文化价值观”的抽样调查中惊奇地发现，新加坡华人对本族群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远远低于马来族、印度族等其他族群。[8] 

在导演陈哲艺的电影中，这种与祖国文化本源割裂、疏离的关系常常以濒死的年老之人表现出来。在

《回家过年》中，坚守着闽南方言的说话方式的父亲日渐衰老、失去活力，而在英语逐渐侵入家庭日常生活

领域的大势下，作为新生代的文化继承者的后辈和孙辈却是经常用新加坡式的“中英混杂”的双语形态进行

交流，而与父亲之间、与中华语言文脉之间的联系已经逐渐被削弱；在《阿嬷》中，在家庭结构中占据权威

与中心地位的奶奶正在逐步走向年老与死亡，家中本应该继承中华文化传承重任的孩子，却生活在一个充

满着“说英语”的家庭环境中，唯一有着缝补文化裂隙的功能的奶奶也只是作为一种对祖乡情感上的认同，

而这种脆弱的情感性联结随时会因为奶奶的离世而走向消散与灭亡；在电影《爸妈不在家》中，影片的一开

始便向我们揭示了家乐的爷爷已经去世的消息，爷爷就是家乐心中的祖乡与故土，是他与血脉亲缘、母族族

群唯一的情感联系和历史记忆。新加坡华人的“离散”不仅是一种与祖国大陆的离散、亲缘血脉的离散，更

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离散，体现为与中华母族文化的割裂与失联。 

3.3“文化寻根”的精神抚慰 

“寻根”在中文里的语境，与“追溯血脉”“认祖归宗”有着深刻的联系。上世纪 80年代，在文学批评

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热潮——“寻根文学”，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与文学研究的热浪使这个词的文

化语境得到凸显，后来成为具有学术话语性质的流行词。[9]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的席卷下，中国的国门

向世界敞开，中国身处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激烈交锋与碰撞的时代巨浪之中。文化冲突产生于种族

族群的多元化、文化身份的多样性之中，也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在这个语境之下，就产生了对文化的归属问题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确认问题。 

乔治·拉考夫（Geo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隐

喻构成我们语言的本质要素，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隐喻有关。我们思考和行动于其中

的日常观念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隐喻的。”[10]从隐喻的角度来看，“寻根”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隐喻

意义的指涉。“寻”是找寻、追寻的意思，中国人在历史长河中对“根”的追寻是绵绵不尽的。“寻根”背后

隐藏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的问题，是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

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背景中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在现代性之内的自我质询与自我批

判。电影《热带雨》中，阿玲遭遇到了妻子、语文教师的双重身份认同危机。在婚姻家庭中丈夫对妻子阿玲

极其冷漠疏离，因为“无子”而遭遇到了男性权威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否认。来自社会无形的规训与对女性价

值的期待成为了女性身份认同的主要焦虑来源，女性母性中的对孩子的保护与牺牲之天性，使得作为一个

女性必须具有“为母则刚”、牺牲自我的觉悟，同时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统治，男性的缺席具有身份与理性

的合法性，使身处其中的女性遭遇到了严重的性别危机；[4]而作为华文教师，华文的影响力在视英语为官方

行政语言的教育环境下逐渐被削弱，华语也不能为新加坡人带来超过英语的政治收益与经济价值，遭到了

政策的冷落。教学课程受到学校的削减使阿玲的职业挫败感更加严重，更加难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

产生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怀疑与认同危机。 

 雅各布森认为，隐喻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让未知事物通过已知事物的说法或形式得以替换，从而唤起

人们的形象性认知，让未知事物得以表达。在电影《热带雨》中，阿玲的公公身上存在着许多关于“中华文



 

化”的隐喻。 

公公与伟伦都因中华文化而结缘。伟伦是一个习武的学生，而公公独钟于“武侠片”，两人似乎有着十

分巧合的共同点。众所周知，“武”与“侠”具有浓烈的中华文化色彩，也体现着关于中国古人对于“侠客

精神”的价值理念追求。武术与侠义构成了武侠电影最为核心的表意，“武”不仅是动作招式，而且反映了

“侠”的精神价值。[11]“武”作为一种武术动作，与佛家禅宗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最终目的是通

向精神的至真至纯至圣的境界。“侠”是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嫉恶如仇、侠肝义胆的侠客精神和重

利轻义、仁爱道义的价值世界。 

除此之外，伟伦在考试中勤加练习中国汉字，而公公也同样喜爱“书法”，在他的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幅

写着“笑”字的中国书法作品，“笑”字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的则是一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唐代诗人李

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现了文人志士在世界滑稽、

荒诞的事实跟前，仍然报以洒脱、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一文化理念的指涉，在阿玲因丈夫出轨而伤心、迷茫

之际，同样给予了她富有禅意与智慧的指点。陈哲艺正是用“武侠”“书法”这些可见的、已知的、具体事

物来指涉了“中华文化”这个抽象、复杂的隐喻。 

同样，导演陈哲艺也用公公教伟伦写字的一场戏，隐喻了中华文化“失语”与“失忆”的割裂式文化传

承形态。伟伦与公公的第一次相见，是因华语成绩不及格而来到老师阿玲的家中补习华语，伟伦第一次见到

了这个瘫痪、不能说话的老人。在写作业中，伟伦突然忘记了“帮”字怎么写，这时公公向伟伦伸以了援手，

一笔一划地教伟伦写下了“帮”字。公公在此时承担的是一个中华文化传承者的功能，但作为一个“师者”，

他会写“帮”字却不能发出声音来教授学生；而伟伦作为中华文化新生代的传承人，可以发出声音但却因记

忆模糊而不会写“帮”字，即使公公教授了他，他的薄弱点也依旧是中文书写能力存在缺陷，屡次中文考试

的不及格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导演巧妙地运用用师者“失语”、学者“失忆”的传承结构，来隐喻了中华文

化传承的割裂式传承。 

在产生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机制之上，陈哲艺总会给出“文化寻根”的解决之策。他认为，“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社会，不管你是中国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我觉得人的存在必须要有根，一个族群、一个社群

必须要有根，否则怎么凝聚在一起？”[12]在最后的结局中，在与丈夫离婚、恢复自由之后，阿玲回到了从小

长大马来西亚，复归原乡、寻根溯源弥补了阿玲心中的文化不适，成为了她“文化夹缝”处境和“文化焦虑”

心境的精神抚慰。 

 

4 结  论 

通过对新加坡移民历史进行梳理，分析其文化共生共存的交融现象，可以发现新加坡华语的裂变现实与

新加坡种族迁移史、复杂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倾向性的国民教育政策以及在全球化冲击下依傍西方而立的

民族性身份紧密相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多民族格局社会等多种复杂因素共同造成了新加坡

人无意识之中的文化身份危机。由于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大环境下，新加坡政府为了迎合西方，对华人地位

以及华语教育大肆削弱，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中不受重视、逐渐式微，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得不到认

可，导致了新加坡华人对中华民族文化未来的忧虑将在社会中长期且顽固地存在。 



 

在阿玲遭遇的婚姻、事业、文化三重危机所蕴含的文化冲突中，我们读解到：在婚姻现实中，存在着“填

补式”的背离主流价值观的亲密关系与传统道德范式之冲突、理想文化形态与传统文化现实之冲突；在男性

救赎中，存在着失去话语权的儒家文化在渴望文化归位的注视下跌下神坛之冲突、个人欲望于“礼义廉耻”

的文化纲常所不容之冲突；在精神原乡的失落中，存在着政局动荡、语言冲突、职场困境等东西方文化碰撞

的冲突，以及代际传承所隐喻的文化冲突、归乡以获得精神抚慰却反面论证了文化冲突裂缝之大之深的矛

盾冲突。通过解读《热带雨》电影中隐藏在家庭伦理视像中的文化冲突符号表达，本文探究了新加坡华人在

文化夹缝中的社会现实、自我文化身份建构的精神困境，以及长期压抑于文化焦虑状态下，对于精神原乡的

文化追寻与理想呼唤，对不断遭遇边缘化的华语电影及中华文化的困境提供了批评与审视的视角。在回归

精神原乡的想象之外，导演对中华文化所处的文化劣势地位和新加坡华人的文化焦虑与夹缝式生存困境仍

然持以略显悲观的态度，同时也在积极寻求着一种多元文化和谐包容、共竞共生的可能性。 

本文从“文化混杂”的微型空间、“文化离散”的飘零困局、“文化寻根”的精神抚慰三个方面切入。首

先，探讨了霍米·巴巴“文化混杂”理论视域下，陈哲艺习惯于将“文化冲突”的宏观叙事坍缩于家庭这个

微型空间中，以小见大，从微观、细腻的、富有个人生命色彩的视角出发，反映家庭叙事对社会文化现状的

投射，站在家庭的肩膀上审视新加坡社会弊病；其次，探讨了在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离散”现象指的主要

是海外华人与祖国的割裂性关系，在陈哲艺的表述中主要通过“濒临死亡的老人”的离去来作为具体、可见

的隐喻性指涉；最后，紧扣核心议题，得出“文化寻根”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而陈

哲艺电影中那些深处于文化焦虑中的人们往往以以“返回原乡、寻根溯源”的方式，想象性地获得祖国文化

的哺育以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也是陈哲艺温和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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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gapore is a multi-ethnic immigrant country. Dur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British imperialist 
colonial rule, joining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to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state after “leaving Malaysia”, it has 
formed a multicultural situation where multiple races coexist and thr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licts, 
Singaporean director Chen Zheyi's Wet Season reflects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Singaporean Chinese 
people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a narrow space through the life window of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A Ling, who 
teaches at a Singaporean secondary school and experiences marital, career and cultural crises. It reveals the 
fragmentation of Singaporea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recognition, th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conflicts in family ethics videos, the cultural anxiety and root-seeking attitude of Singaporean Chinese, 
presents a corner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awkward cultural situation encountered by Singaporean Chinese, and 
highlights the uniqu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oot-seeking anxie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an films. 
Keywords：Singaporean Chinese-language films; Chen Zheyi; Cultural conflict Identity recognition 


